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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上的商业革命：要素禀赋效应
与宋朝的海外贸易
代　谦　高雅婷①＊
摘　要　海外贸易对经济长期发展意义重大，其作用与要素结
构紧密相关。南宋海外贸易比北宋更发达，在 “商业革命”道路上
走得更远。本文认为：南宋经济这一变化与要素禀赋紧密相关。北
宋灭亡，宋朝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优
势显著改变。本文利用宋朝 “草市镇”数据，识别不同要素结构下
海外贸易对 “商业革命”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宋朝海外贸易对
“商业革命”的影响依赖水路，南宋水路发达，使其海外贸易在经济
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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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与崖山
黄河不见西湖寒，清明上河空惘然。
靖康离乱江山改，断雁南飞哭崖山。
一、引　　言
宋朝（９６０—１２７９）是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朝代：拥有较高人均收入
（Ｂｒｏａｄｂｅｒ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同时，其工商业、海外贸易、科技、货币经济的
发展都可圈可点，有学者认为宋朝是 “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葛金
芳，２００５）。宋朝经历了一场空前的 “商业革命”，农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不断
降低，商业性农业不断发展，商品经济繁荣（漆侠，１９９１）。相比北宋（９６０—
１１２７），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的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货币
经济也更发达（彭信威，１９５８；代谦和别朝霞，２０１５），在 “商业革命”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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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越走越远。非农产业中，海外贸易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本身更是要素
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作用不容小觑。
利用宋朝的历史数据，本文识别要素结构外生变化对宋朝 “商业革命”
的影响：利用宋朝经济中 “草市镇”的密度作为 “商业革命”的代理变量；
利用 “海外贸易”作为非农产业发展的代理指标，观察在不同要素结构下，
非农产业（即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的影响，由此揭示出要素结构改变对经济
发展的长期影响。
二、文　　献
要素禀赋会影响经济的产业结构：林毅夫等（１９９９）的 “比较优势发展战
略”认为如果遵循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可具备 “自生能力”，促
使经济增长；以此为基础，林毅夫（２０１２）发展了 “新结构经济学”；Ａｕｓｔｉｎ
（２００８）认为要素禀赋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战略。
要素禀赋在长期增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
２０１１），其结构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转型（代谦等，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相关文献的考察集中于两个方面：
（１）寻找当前发展的历史源头。自然禀赋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的制度，从
而影响当今的发展。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９４）从文明发展初期所面临的自然禀赋出发探
讨文明发展根源，与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致（黄仁宇，１９９７）。Ａｃｅｍｏ－
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认为自然环境差异决定着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的制度选择，
而这种制度遗产影响着当前制度；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０）从要素禀赋角度探讨了美
国１９世纪新技术引入带来的制度变迁；Ｄｅｌ（２０１０）从拉丁美洲地理条件出发，
探讨奴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２）探讨历史对当代发展的影响机制。Ｂｒｕｈｎ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ｇｏ（２０１２）认为殖民
历史对当代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当年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好的殖民遗产会促进
当地的发展。这一观点和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一致。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２０１１）认为非洲奴隶贸易造成社会信任感缺失，由此影响当代非
洲的发展。进一步地，历史冲击通过制度传承、文化传统、宗教传承等影响
着当代的发展（Ｔａｂｅｌｉｎｉ，２００６；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海外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小觑，它不仅影响着知识技术在国际的扩散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９；Ｒｉｖｅｒａ－Ｂａｔｉｚ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１），而且诱发了制度变迁（Ｐｕｇａ
ａｎｄ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１４）。目前，经济学家对海外贸易历史效应的探讨并没有脱离
以上所说的基本分析框架。宋朝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高峰，其海
外贸易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渗透入宋朝经济的
各个方面。具体来说，海外贸易可以刺激同出口物资有关的社会经济部门的
发展，有利于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商品流通的扩大（陈高华和吴泰，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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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升，１９７２）；影响着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黄纯艳，２００３；斯波
义信，２０００）。
显然，这种关系又受制于要素结构。那么，在不同的要素结构下，海外
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三、历 史 背 景
（一）宋朝的 “草市镇”
　　 “草市”为定期交易的农村小商品市场。一般设立在经济较发达、人口
稠密的地区，靠近水陆交通网络。“草市”在宋朝的繁荣在 《中书备对》的记
载中可见一斑。
南宋控制的南方和四川两个区域 “草市镇”的分布强度明显高于北方。
“靖康之乱”虽中断了中国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但南宋控制的区域依然
继续向前发展。这一信息从表１也能看出：南方和四川地区的 “草市镇”分
布强度要高于北方地区，沿海的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其 “草市镇”
分布强度也高于四川地区。
表１　 “草市镇”分布的区域差别
区域 均值 取值范围
中国北方 ９．５１ ［１，５０］
中国南方 １４．１５ ［１，１４６］
四川地区 １８．５４ ［１，７１］
　　资料来源：根据傅宗文（１９８９）研究整理得到。
“草市镇”众多意味着宋朝经济结构逐渐向商品经济倾斜。 “草市镇”发
展的背后是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南宋 “草市镇”发展水平高于北宋，说明南
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高于北宋（葛金芳，２０１２）。主要表现为：
（１）农业生产的支撑———宋朝平均亩产量为２石左右，是唐代的最高水平
（漆侠，１９９１）；水利活动频繁，南宋又超北宋 （见图１）；较高的农业产量意
味着农业剩余率的提高，这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２）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地主和农民开始转向商品性农业生产；茶叶、
棉花、丝麻等成为 “草市镇”交易的大宗商品。
（３）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与商品市场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与市
场，解放了宋代的农业劳动力。宋朝手工业中的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层出不
穷（葛金芳，２００２）。
（４）发达的交通网络——— “草市镇”商品的长途贩卖依赖交通网络的发
展；水路交通成本比陆路更低、更适合大规模贩运（傅宗文，１９８９）。
（５）全国性市场的形成———通过复杂的交通网络连接国内外市场，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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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外部性都远超前期，生产要素得以在全国层面上重新配置。
图１　水利活动的朝代统计
资料来源：冀朝鼎（１９８１）。
（二）宋朝的海外贸易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
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
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
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海外贸易在宋朝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①１
　
宋朝沿袭唐制设立了 “密
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五个市舶司作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修
订颁布了中国最早的市舶条法——— 《元丰市舶条法》。表２展示了宋朝五大市
舶司的基本情况和地理分布。
表２　宋朝五大市舶司概况
名称 所在地（今地名） 所在路 设立时间 概况
密州 山东诸城 京东东路 １０８８ 存在时间较短，北宋灭亡前可能已不存在
杭州 浙江杭州 北宋：两浙路
南宋：两浙西路
９９９ 北宋时较为繁荣，存在约１１０年
①１ 古史渺茫，我们现在很难得到宋朝市舶司收入的相关数据，史学家对市舶司收入占财政的比重估算差
别很大，低的估计不超过３％，高的估计达到２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宋朝政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利甚丰
（黄纯艳，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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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所在地（今地名） 所在路 设立时间 概况
明州 浙江宁波 北宋：两浙路
南宋：两浙东路
９９９ 存在约１９７年
泉州 福建泉州 福建路 １０８７ 南宋中叶成为第一大港，存在约２００年
广州 广东广州 广南东路 ９７１ 当时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存在约３００余年
　　资料来源：参考杨文新（２０１４）和黄纯艳（２００３）的研究。
除淮南东路外
　
①２
　
，市舶司涵盖所有沿海的路，形成广阔的沿海贸易带。值
得指出的是，市舶司并不是孤立的贸易港口，其背后是连成一片的２０余个港
口城市和上千港口，五大市舶司均可由陆路和水路与各港口相连。除市舶司
外，京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和两广地带还有诸多港口密集分布（黄纯艳，
２００３；张锦鹏，２００８）。港口体系偏重东南，以两浙、福建、两广区域为重心。
（三）宋朝的 “商业革命”与要素禀赋的改变
支撑商业发展的是生产力的提升。宋朝的粮食生产，一方面是为了解决
人们的口粮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经济作物的生产则完全是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手工业以服务农业和供给国内外市场为目的，这些反映了
宋朝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农业生产依赖土地，但 “靖康之乱”使南宋土地面积比北宋减少２５％—
３１％（代谦和别朝霞，２０１５），农业生产开始丧失比较优势，而不依赖土地的
非农产业开始获得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北方的丢失导致土地相对稀缺。图２
展示了宋代土地价格的变化；南宋的平均土地价格高于北宋，这意味着南宋
农业生产的土地成本变高；南宋后期，土地价格持续下降，与南宋经济对农
业的依赖度下降有关。
宋朝生产力的大发展也是技术革新的结果。两宋之际，各项技术变革和技
术改良层出不穷，充分推动了各产业的发展；科技史学家（金观涛等，１９８２）也
发现宋朝的科技发明远胜于其他朝代。宋朝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生长出了商
品信用和发达的货币经济，成为宋朝 “商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宋朝，
出现了大量的信用票据（茶引、盐引、便钱与现钱公据等），纸币也应运而生。
宋朝率先发行纸币（彭信威，１９５８），南宋的纸币发行量增长上百倍，但南宋
货币并没有随着货币的增发而同步贬值，说明南宋经济货币化程度更深（汪圣
铎，２００３）。
①２ 在宋朝，以扬州为核心的淮南东路已经衰落，具体请参见全汉升（１９７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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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宋朝的土地价格
资料来源：程民生（２００８）、代谦和别朝霞（２０１５）、彭信威（１９５８）。图中竖线为南北宋
分界线１１２７年。
四、数　　据
本文为州层面的截面数据。宋朝３　６８３个 “草市镇”分布在２８３个州中，
其数据来自傅宗文（１９８９），宋朝户口数据来自葛剑雄（２００１），经济区判定则
根据冀朝鼎（１９８１）的研究生成，同时剔除户数少于１０　０００户的州。本文将宋
朝疆域划分为三个区：四川地区，ｚｏｎｅ０；中国北方，ｚｏｎｅ１；中国南方，
ｚｏｎｅ２。北宋控制三个区域，南宋控制ｚｏｎｅ０和ｚｏｎｅ２。表３给出了相关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
表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定义 变量类型 均值（标准差） 取值范围
ａｒｅａ 州的面积（平方千米） 连续变量 ９　５６７．８
（９　２５１．５６）
［５７３．５，８３　７３０］
ｑ 州军的草市镇数量 连续变量 １３．０１４１
（１４．９４６）
［１，１４６］
ｍａｒｋｅｔｓ 州的草市镇密度 连续变量 ０．００２１３８
（０．００２７７８）
［０．０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３５］
ｄｉｓ 州离最近市舶司的地理距离（千
米）的对数值
连续变量 ６．１９５
（１．１４４）
［０，７．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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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定义 变量类型 均值（标准差） 取值范围
ｚｏｎｅ 区域：ｚｏｎｅ０为四川地区；ｚｏｎｅ１为
中国北方；ｚｏｎｅ２为中国南方
离散变量 ０　４８
１　１０３
２　１３２
［０，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州户数统计的对数值 连续变量 １０．５５２７
（１．１６６７２）
［６．３４２１，１２．９９４５］
ｂｏｒｄｅｒ 是否为边界州 ０—１哑变量 ０　２４９
１　３５
［０，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 是否为都城所在地 ０—１哑变量 ０　２
１　２８１
［０，１］
ｂｕｒｅａｕ 是否为市舶司所在地 ０—１哑变量 ０　２７８
１　５
［０，１］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是否靠近水路（黄河、淮河、
长江、珠江和运河）
０—１哑变量 ０　１４４
１　１３９
［０，１］
ｒｏａｄ 是否靠近陆路主干道 ０—１哑变量 ０　７４
１　２０９
［０，１］
ｃｏａｓｔ 是否为沿海的州 ０—１哑变量 ０　２５２
１　３１
［０，１］
ｌａｋｅ 是否靠近大湖（洞庭湖、鄱阳
湖、太湖）
０—１哑变量 ０　２６８
１　１５
［０，１］
ｅｚ 是否为经济区的州（剔除户数
在１０　０００户以下的州）
０—１哑变量 ０　１５１
１　１３２
［０，１］
　　注：（１）连续变量报告均值和方差，离散变量报告频数分布。（２）地理距离ｄｉｓ考虑了该州到达距离
最近的市舶司所需要翻越的大山大河的情况。我们考虑的大山为燕山、太行山、秦岭、大别山、大巴山、巫
山、武夷山、南岭，大河为黄河、长江、珠江、淮河。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我们设定每翻越一座大山，直
线距离增加３００千米；每跨越一条大河，直线距离增加２０千米。
五、计量及结果
（一）初步识别
　　本文首先识别海外贸易对宋朝不同区域（四川、北方、南方）“商业革命”
的影响。区域不同，要素禀赋不同；若战争导致宋朝控制区域发生大规模变
化，则意味着战争使得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发生巨大变化。初步计量方程如下：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 ＝ｃｏｎｓ＋α１×ｄｉｓｉ＋αＺ ×ｚｏｎｅｚ＋Ｘｉ×Ａｉ＋εｉ， （１）
其中，ｍａｒｋｅｔｓｉ为ｉ州的 “草市镇”密度，具体为该州 “草市镇”数量与该州
面积（平方千米）之比；ｄｉｓｉ 为该州和最近市舶司港口地理距离（千米）的对数
值；ｚｏｎｅｚ 为州所在区域的哑变量，ｚ＝０（四川），１（北方），２（南方）；Ｘｉ 为
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州的人口水平（户数统计的对数值，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是否为
边界州（ｂｏｒｄｅｒ）、是否为都城（ｃａｐｉｔａｌ）、是否为市舶司所在的州（ｂｕｒｅａｕ）、是
否靠近水路（ｗａｔｅｒｗａｙ）、是否靠近陆地主干道 （ｒｏａｄ）、是否临近大湖（ｌａｋｅ）、
２４２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８卷
是否为经济区（ｅｚ）。由于 “草市”一般设立在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的地
区，“草市镇”是在 “草市”的基础上建立形成的，因此 “草市镇”的规模与
该 “草市镇”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所
以控制了州的人口水平、是否为都城、是否为经济区，即对草市镇的规模进
行了控制，从而使ｍａｒｋｅｔｓ这一变量能更准确地反映商业发展程度。
由于不同区域，要素禀赋不同，对不同区域进行相应回归，方程（１）就可
识别在不同要素结构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关注ｄｉｓ的回
归系数。如果α１ 显著为负，意味着：距离海外贸易港口越近，受其影响越强
烈，“草市镇”的密度越大，商品经济越发达。如果对不同区域，ｄｉｓ的回归系
数大小与显著度不同，则当北宋、南宋控制区域发生大规模变化，要素结构发
生显著改变时，海外贸易对北宋、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作用就会产生显著差别。
表４展示了方程（１）的回归结果。对全部区域而言，ｄｉｓ的回归系数在５％
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表４第（１）列］，这刻画了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即
距离市舶司港口越近，“草市镇”越密集，商品交易越活跃。在剔除内陆地区
（四川地区，ｚｏｎｅ＝０）后，ｄｉｓ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４第（２）
列］，这意味着在沿海区域，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的影响：距离市舶司港口越
近，影响就越大。表４第（３）列只对南宋控制的四川地区和南方回归，ｄｉｓ的
回归系数虽然为负数，但是并不显著。表４第（４）—（６）列对四川地区、中国
北方、中国南方三个区域分别回归，但只有中国南方的回归在１％水平上显著
为负［表４第（６）列］，而中国北方的回归并不显著［表４第（５）列］，四川地区
［表４第（４）列］回归系数则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４　辅助回归
草市镇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州 北宋的州 非内陆区的州 南宋的州 四川的州 北方的州 南方的州
ｄｉｓ －０．０００５２４＊＊ －０．０００６９６＊＊＊ －０．０００５６９　 ０．００７１５＊＊ －０．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０８７１＊＊＊
（０．０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３１３） （０．０００３６８） （０．０００２９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８３　 ２３５　 １８０　 ４８　 １０３　 １３２
调整的Ｒ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２　 ０．２２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２２　 ０．２０１
　　注：（１）括号中为方差。（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这里没有报告区域哑变量、
控制变量、常数项和共线变量的回归结果。以下同。
四川地区多崇山峻岭，形成了地域辽阔但相对封闭的盆地结构。在当时的
交通条件下，出蜀道路异常艰险，交通不便，且远离京畿地区。这一区域物产丰
富，经济发达，既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粮区，也是重要的纺织业、盐业等手工业
生产基地（张锦鹏，２００８）。这意味着这一地方虽然经济发达，对海外商品有
消费能力，但是很难成为海外商品的主要市场。在统计结果上，表４的第（３）
列和第（４）列的结果能够互相印证：海外贸易对四川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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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表４第（４）列的回归结果居然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一旦考虑了四川
这样的内陆地区，对整个南宋区域回归结果也不再显著［表４第（３）列］。
隋唐之前，北方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安史之乱，中原
经济区遭战火蹂躏，加之天灾频发，发展速度明显放慢，至迟到北宋中晚期，
被南方地区赶超（葛金芳，２０１２）。而且，当时的各种条件也使北方地区海外
贸易不如南方：一是宋朝沿海二十余处港口城市，北方地区仅有密州、登州
两处，密州市舶司较广州、杭州等市舶司的设置晚了近一百年，存在时间也
仅四十年；二是北宋期间，宋朝对外战争不利，南北关系恶化，密州等北方
沿海港口成为宋朝禁止通商的地区（黄纯艳，２００３），贸易环境受到破坏；三
是传统的陆上 “丝绸之路”在宋辽战争和宋夏战争中受到极大的影响，南宋
期间更是中断了陆上 “丝绸之路”，陆上 “丝绸之路”很难像汉唐那样发挥贸
易作用。
伴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地区经济实力开始追赶并日趋超过传统的中
原经济区，主要表现为人口激增，农业生产率提高，商品经济繁盛（葛金芳，
２０１２）。而且，南方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水网密布，港口众多，交通便捷。南
方沿海地区的出口贸易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对国内经济的推动主
要是东南沿海地区（黄纯艳，２００３），这一点也得到了计量证实：海外贸易对
中国南方的影响最大［表４第（６）列］，其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最强。
因此，表４的发现与史实一致：宋朝北方和四川地区的繁荣和海外贸易
关系不大；中国南方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集中了宋朝的几大市舶司，对海外
贸易的依赖程度更深。这意味着：由于完全丢失了相对而言并不十分依赖海
外贸易的中国北方，海外贸易对南宋商品经济的影响更大，南宋相对于北宋
在 “商业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二）正式识别
表４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本文结论：在具备不同要素禀赋的不同
区域，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下面本文对海外贸易在不同要
素禀赋下的作用进行进一步识别。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 ＝ｃｏｎｓ＋β１×ｄｉｓｉ＋β２×ｅｎｄｏｗｉ＋β３×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Ｘｉ×Ｂｉ＋εｉ，
（２）
其中，ｅｎｄｏｗｉ为ｉ州的要素禀赋情况，本文用该州的户均面积作为要素禀赋
的代理变量。首先，“户”作为传统中国最基本的人口统计单位和纳税单位，
相关记录完整，能够作为人口统计的变量；其次，一州如果人口稠密，户均
面积自然狭小，户均面积能够反映该地的农业要素情况。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为该州
距离最近的市舶司港口距离与要素禀赋变量的交互项，其他变量定义如前。
本文关注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的回归系数β３，这一系数反映了不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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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下海外贸易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距离市舶司港口距离越远，扩
散效应越小；户均面积越小，农业活动的比较优势越小，商业活动越发达。
因此预期ｄｉｓｉ和ｅｎｄｏｗｉ 的单独效应为负，联合效应（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为正。若
系数符合预期，则方程（２）识别了在不同要素禀赋下，海外贸易的扩散效应；
同时也识别了 “靖康之乱”的影响：在大面积丢失农业土地的情况下（黄河流
域丢失），非农产业（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南宋商品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表５展示了方程（２）的回归结果，在全国层面上，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的系数只
在５％水平上显著［表５第（１）列］。这是因为，相对独立封闭的四川地区，削
弱了要素禀赋和海外贸易的联合效应；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表５第（６）列中，
由于有了四川的样本，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的系数只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我们只对四川的样本单独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回归系数的符号也
不符合预期［表５第（２）列］。如果对中国北方［表５第（３）列］、中国南方［表５
第（４）列］以及非内陆区域［表５第（５）列］的样本进行回归，低次项和交互项
（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的回归系数符合预期，并且在１％水平上显著。
表５　正式回归Ｉ
草市镇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州 北宋的州 四川的州 北方的州 南方的州 非内陆州 南宋的州
ｅｎｄｏｗ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０４）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６１４）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３６７）
ｄｉｓ －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９２９＊＊＊ －０．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２０６）
ｄｉｓ×ｅｎｄｏｗ　 ０．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５０２　 ０．００３１３＊＊＊ ０．００２８０＊＊＊ ０．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０９４５＊
（０．０００４６２） （０．０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９３８） （０．０００５４７） （０．０００４３９） （０．０００５５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７５　 ４７　 １０３　 １２５　 ２２８　 １７２
调整的Ｒ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９３　 ０．３４０　 ０．３３５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２
　　注：（１）括号中为方差。（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６进一步识别了方程（２）所展示的不同要素禀赋下，海外贸易的扩散效
应。具体来说，表６的识别如下：
在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州，农业和非农业的发展程度都非常有限，
探讨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很难得到准确结论。因此第（１）列剔除了那
些经济不发达（户数低于１０　０００）的州，交互项的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在当
时的交通条件下，距离海岸线遥远的州（特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偏远的州），
受海外贸易的影响有限，因此第（２）列剔除了这些距离海岸线遥远的州，只对
市舶司所在的路进行回归，相关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
“靖康之乱”在使宋朝完全丢失中国北方的同时，造成了大量的移民（吴
松弟，１９９７），这导致了接纳移民的州的要素结构发生巨大改变。表６的第（３）
列只对接纳移民的州进行回归，交互项的一次项和交互项本身都在１％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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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在不同要素禀赋下海外贸易的扩散效应，同时也证明
了本文利用户口度量要素禀赋的合理性。
市场体系依赖于完整的交通网络，靠近交通网络的州，融入市场体系相
对容易，更易受海外贸易的影响。表６第（４）列对临近水陆交通网络的州进行
回归，以识别交通网络的作用，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考
虑到交通网络有陆路、水路，两者起着不同的作用，表６第（５）列对临近陆路
的州进行回归，交互项并不显著；第（６）列对临近水路的州进行回归，一次项
与交互项的系数不仅变大，而且显著度也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水路
交通对市场体系的作用。
表６　正式回归ＩＩ
草市镇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州 户数过万的州 市舶司所在的路 接纳移民的州 靠近交通网络的州 靠近陆路的州 靠近水路的州
ｅｎｄｏｗ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７５４＊＊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４３９） （０．００６２１） （０．００３６８） （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３４８） （０．００３５６）
ｄｉｓ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９７８＊＊＊ －０．００３８１＊＊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４８８） （０．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２０６）
ｄｉｓ×ｅｎｄｏｗ　 ０．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４３１＊＊＊ ０．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０４０５　 ０．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６９０） （０．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０６０８） （０．００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５３９） （０．０００５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２８　 ４５　 １１１　 ２４４　 ２０４　 １７１
调整的Ｒ２　 ０．３４５　 ０．３０８　 ０．２６２　 ０．１９２　 ０．２２１　 ０．１８７
　　注：（１）括号中为方差。（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六、“商业革命”中水路的作用
（一）交通网络中的水路
　　商品交易特别依赖交通运输网络，海外贸易尤为如此。宋朝的交通网络
将各个区域市场相连，促进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与整合。具体来说，北宋形
成以都城开封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到了南宋，分别形成以都城杭州为中心
的东部交通网、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交通网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南部交通网（张
锦鹏，２００８）。交通网主要分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它们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作
用也不同。表６的第（６）列对水路交通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识别，这里本文遵
循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和Ｃａｎｔｏｎｉ　ａｎｄ　Ｙｕｃｈｔｍａｎ（２０１４）的研究，启用三次
交互项，对水路作用进行进一步识别。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 ＝ｃｏｎｓ＋β×ｔｒａｎｓｉ×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Ｘｉ×Ｂｉ＋ε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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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ｅｔｓｉ ＝ｃｏｎｓ＋β×ｒｏａｄｉ×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Ｘｉ×Ｂｉ＋εｉ， （４）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 ＝ｃｏｎｓ＋β×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ｉ×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Ｘｉ×Ｂｉ＋εｉ， （５）
其中，ｔｒａｎｓｉ、ｒｏａｄｉ、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ｉ 为ｉ州是否临近交通网络、陆路交通、水路
交通的哑变量，以控制交通情况，其他变量定义如前。
　
①３
　
表７展示了方程（３）—（５）的回归结果。三次交互项在控制交通网络的情
况下，探讨海外贸易与要素禀赋的联合效应。在控制交通网络时，三次交互
项虽然符号为正，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表７第（１）列］；在控制陆路交通时，
三次交互项连符号都不符合预期，也不显著［表７第（２）列］；只有控制水路交
通时，三次交互项符号不仅符合预期，而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７第（３）
列］。表７和表６第（４）—（６）列的结果一致：水路交通对市场体系意义重大，海
外贸易通过水路对商品经济产生影响。
表７　水路作用的初步识别
草市镇密度 （１） （２） （３）
州 所有的州 所有的州 所有的州
交通情况 交通网 陆路 水路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ｅｎｄｏｗ　 ０．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２０８）
ｒｏａｄ×ｄｉｓ×ｅｎｄｏｗ －０．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１０８）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ｎｄｏｗ　 ０．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１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Ｎ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７５
调整的Ｒ２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５
　　注：（１）括号中为方差。（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这里没有报告我们不关注的
低次项、控制变量、常数项的回归系数。
水路交通的发展依赖于地理水文环境和航运的发展。相较于中国北方，中
国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水网密集，这些都为水路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表８
展示了四川地区、中国北方、中国南方三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水文条件。
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所控制的两个区域（四川地区和中国南方），水文条件要优
于中国北方。三个区域内的水系分布：中国北方水系以黄河为主，其开发历
史悠久，围绕黄河存在成体系的运河网络，但是中国北方并没有大的湖泊，
且在宋朝存在自然环境退化的问题（熊燕军，２００６），这些都限制着中国北方
水运的发展；中国南方水系水网密集、雨量充沛，其水运体系发展更多依赖
自然河流，再加上南宋造船技术的发达，这些都便于南方水网的利用。
①３ 为了使方程看上去简洁，这里没有写出本文不关注的交互项的低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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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三个区域的水文等自然环境
区域 地理范围
无霜期
（天）
年降水量
（毫米）
区域内的大河、大湖
四川地区
（ｚｏｎｅ０）
秦岭以南，百色—新平—
盈江以北，雪峰山以西，川
西高原以东
３２０～３６５　 ８００～２　０００ 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
中国北方
（ｚｏｎｅ１）
秦岭—淮河以北 １２０～２５０　 ４００～１　０００ 黄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惠民
河、广济河、淮河、海河、渭河、洛河、泾
河、白渠
中国南方
（ｚｏｎｅ２）
秦岭—淮河以南 ２３０～３６５　 ７５０～２０００ 长江、淮河、钱塘江、京杭运河、汉水、洞
庭湖、太湖、鄱阳湖、湘水、资水、沅水、
澧水、珠江
　　资料来源：孙敬之（１９８３）和漆侠（２０１０）。
（二）水路作用的识别
本文对水路交通的作用进行正式的识别，具体的识别方程如下：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 ＝ｃｏｎｓ＋γ１×ｄｉｓｉ＋γ２×ｅｎｄｏｗｉ＋γ３×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
＋γ４×ｄｉｓ＿ｗｉ＋γ５×ｄｉｓ＿ｗｉ×ｅｎｄｏｗｉ＋Ｘｉ×Γｉ＋ε， （６）
其中，ｄｉｓ＿ｗｉ为ｉ州距离最近市舶司港口的水路距离，其他变量定义同前。
方程（６）捕捉了水路的作用。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刻画了地理距离与要素
禀赋的联合效应，如前所述，其期望符号应该是正的；交互项ｄｉｓ＿ｗｉ×ｅｎ－
ｄｏｗｉ刻画了水路距离与要素禀赋的联合效应，如果这一联合效应符号为负（与
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正好相反），意味着水路能够减缓地理距离的影响。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ｅｎｄｏｗｉ ＝γ２＋γ３×ｄｉｓｉ＋γ５×ｄｉｓ＿ｗｉ，
其中，γ２ 为ｅｎｄｏｗｉ的直接效应，γ３×ｄｉｓｉ为地理距离与要素禀赋的联合效应，
γ５×ｄｉｓ＿ｗｉ为水路距离与要素禀赋的联合效应，如果γ３ 与γ５ 的系数一正一
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水路（ｄｉｓ＿ｗｉ）实际上削弱了地理距离（ｄｉｓｉ）的作用，强
化了海外贸易的扩散效应。
表９展示了方程（６）的回归结果。我们关注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和ｄｉｓ＿ｗｉ×
ｅｎｄｏｗｉ的回归结果。如果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的回归系数为正，交互项ｄｉｓ＿
ｗｉ×ｅｎｄｏｗｉ的回归系数为负，这意味着水路可以抵消地理距离的不利影响。
表９第（１）列对所有临近水路的州进行回归，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和ｄｉｓ＿ｗｉ×
ｅｎｄｏｗｉ）都在１％水平上显著，并且符号符合一正一负的预期；这意味着在不
同要素禀赋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效应受到水
路的影响，临近水路的地区更容易与海外市场相整合，通过水路抵消地理因
素的影响，获得市场优势。第（２）—（４）列分别对四川地区、中国北方、中国
南方进行回归。四川地区［表９第（２）列］和中国南方［表９第（４）列］的符号符
合预期，但中国北方［表９第（３）列］不符合，这也侧面印证了南宋对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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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北宋。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表９第（５）—（６）列回归的印证。
如果加入中国北方的样本，我们所关注的两大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度降低，系
数符号也并不符合预期［表９第（５）列］；如果只对南宋的样本进行回归［表９
第（６）列］，相关系数都在１％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也符合预期。
表９　水路作用的进一步识别
草市镇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区域 全部区域 四川地区 中国北方 中国南方 非内陆区 南宋区域 南宋区域
州 临近水路 临近水路 临近水路 临近水路 临近水路 临近水路 临近水路且
接纳移民
ｅｎｄｏｗ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０３８０）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３８６） （０．００４０３） （０．００４３１）
ｄｉ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８６２＊＊＊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５９）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３２４）
ｄｉｓ＿ｗ　 １．２７ｅ－０５＊＊＊ ２．３３ｅ－０５＊ －６．８５ｅ－０５＊＊＊ １．０２ｅ－０５ －６．４１ｅ－０６　１．９３ｅ－０５＊＊＊ ２．５２ｅ－０５＊＊＊
（３．５８ｅ－０６） （１．３３ｅ－０５） （２．２７ｅ－０５） （９．７９ｅ－０６） （７．９９ｅ－０６） （３．９２ｅ－０６） （９．３３ｅ－０６）
ｄｉｓ×ｅｎｄｏｗ　 ０．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６０１ －０．００８２７＊＊ ０．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２１９＊＊＊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０６６８） （０．００７４３） （０．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０７８９） （０．０００７４６） （０．０００７１１） （０．０００８４６）
ｄｉｓ＿ｗ×ｅｎｄｏｗ －２．７７ｅ－０６＊＊＊ －５．０５ｅ－０６＊ １．６８ｅ－０５＊＊＊ －２．７８ｅ－０６　 １．４９ｅ－０６ －４．４１ｅ－０６＊＊＊－６．３６ｅ－０６＊＊
（９．４０ｅ－０７） （２．８８ｅ－０６） （５．９９ｅ－０６） （２．５９ｅ－０６） （２．１２ｅ－０６） （１．００ｅ－０６） （２．４８ｅ－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０２　 ３９　 ５８　 １０５　 １６８　 １４８　 ９５
调整的Ｒ２　 ０．２８５　 ０．３５２　 ０．５４３　 ０．３７０　 ０．２６７　 ０．３９５　 ０．３３９
　　注：（１）括号中为方差。（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最后，我们对南宋那些接纳移民的州进行了回归［表９第（７）列］。“靖康之
乱”造成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涌入南宋的相关州县，一方面使相关州县
的农业要素禀赋逆转；另一方面，这些移民纷纷进入商业贸易等非农产业，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交互项ｄｉｓｉ×ｅｎｄｏｗｉ 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交互项ｄｉｓ＿ｗｉ×ｅｎｄｏｗｉ 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也符合预
期。这都直接说明了 “靖康之乱”的效应，也说明了 “商业革命”中水路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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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　　论
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而偏安东南的南宋，在
“商业革命”道路上走得更远。“靖康之乱”之后的宋朝完全丢失了中国北方
这一传统农耕区，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大量减少，不依赖土地的非农产业
开始兴起，商品经济更加繁荣。要素禀赋的这一逆转对宋朝经济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本身受海外贸易的影响颇
深；在宋朝完全丢失中国北方的情况下，在自己成为王朝经济倚重的情况下，
海外贸易这一典型的非农产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更为强烈。而这种效应，
依赖于水路的作用，南宋所控制的区域，水网密集，气候湿润，这些都便利
于全国性市场的整合，便利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融合。
要素禀赋对经济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宋朝的史实，识别了
要素禀赋的经济效应，识别了水路在 “商业革命”中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
宋朝的 “商业革命”进程和两场战争紧密相关：“靖康之乱”，宋朝完全丢失
中国北方，北宋灭亡，改变了宋朝的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向不依赖土地的
商品经济倾斜，南宋继续向着 “商业革命”的方向前进，国内外两个市场
融合程度更深；１３世纪蒙古人南下，灭亡了南宋，也中断了宋朝的 “商业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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